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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
———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李晓龙,朱子诺

(贵州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摘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驱动传统生产力改造升级的重要因素,厘清其如何赋能新质生

产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中国 277 个地级城市 2011—2022 年的样本数据,在科学测

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将 2014 年起陆续开展的“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

实验”,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基准影响、
异质性影响、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新质生

产力,这一结论在内生性问题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亦得到验证;相较于中西部城市和

规模较小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城市和规模较大城市

更加显著;经济集聚和产业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机制,即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经济集聚和推动产业升级提升新质生产力;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试点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带动地理邻近或经济相

似的其他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宽带中国;新质生产力;多期 DID;空间溢出效应

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文提出要整合

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 。 传统生产方

式依赖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而新质生产力则

更注重知识、技术和创新的驱动[2] 。 通过加强

科技创新,可以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

破,产业结构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

转变,从而带动生产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

动力变革,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3] 。
新质生产力不仅能提升经济效益,还对社会福

利和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 智能化、数字化技

术的广泛应用,大幅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

质量,为社会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形成了新的

收入增长点。 然而,当前提升新质生产力面临

诸多挑战。 一方面,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高端人

才短缺、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市场需求不稳定等

难题;另一方面,面临政策执行力度不够、法律

法规滞后、体制机制僵化等障碍。 因此,如何有

效优化政策环境,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水平提

升,成为当下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化和科技的快速

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主

要趋势之一。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愈发重要,它不仅是连接人与人、人与信息的

桥梁,更是驱动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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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互联网连

接速度和质量,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

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提供了独特的实证场景。
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提升信息流通和

资源配置效率,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

型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机制,为经济集聚和产业

升级筑牢根基,还为后续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

提供重要参考。 另一方面,凭借提供更广泛的

接入途径和更优质的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让更多地区和人口融入数字经济,充分释放生

产力潜力,有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当前,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新质生产

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基础

设 施 建 设 的 经 济 效 应。 在 宏 观 层 面,
Koutroumpis 较早提出以宽带为代表的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的确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的观点[4] 。 之后,邓荣荣等进一步指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5] 。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还在金融包容性发展、国内市场一体化、出
口产业升级以及全球价值链升级中发挥了正向

作用[6-9] 。 在微观层面,温湖炜等认为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
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提升

作用尤为明显[10-11] 。 方晓晖等发现,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并通过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促进企 业 技 术 创

新[12-13] 。 此外,薛成等还提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有助于加快企业内部知识技术扩散、加强对

外技术合作,拓宽企业市场和技术信息获取渠

道,拓展企业创新边界[14-15] 。 二是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演化是一个全

方位、系统性、持续性的变革过程[16] 。 已有研

究主要从推动科技创新、优化产业政策、增强数

据赋能、创新体制机制这几方面探索了新质生

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路径[17-20] 。
由上可知,现有研究聚焦于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的经济效应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缺
乏对两者关系的深入探讨。 本研究借助“宽带

中国”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和

实证两个层面系统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

质生产力的潜在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助

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经验启示。 本研究的主

要贡献如下:其一,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

和数字生产力三方面,系统衡量了新质生产力

水平,丰富、完善了新质生产力内涵;其二,既讨

论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作

用效果,又从经济集聚和产业升级两个方面考

察了其传导机制,为深入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其

三,在异质性分析中,考虑地理区位与城市规

模差异,对东中西部和规模大小不同的城市

进行区分,基于国家区域战略视角考察了政

策效果的异质性,揭示了不同区域和城市规

模下政策效果的差异;其四,探究了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理解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联动效应

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

影响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可从科技生产力、绿色

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进行概括[19] 。
其一,科技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强调创新生产

力和技术生产力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 创新生

产力体现为科技创新对传统生产方式的颠覆和

重构,科技创新不仅催生了新的生产工具和方

式,还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 技术生产

力则体现在提高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推
动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研发应用、助力信息技术

的广泛应用以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其

二,绿色生产力。 绿色生产力是一种新型的生

产力形态,它强调在生产过程中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 在节约资源方面,绿色生产力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

和浪费[21] ;在保护环境方面,绿色生产力侧重

于减少生产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通过采用

清洁生产技术、推广循环经济模式等措施,实现

生产过程的无害化和生产产品的生态化。 这两

方面共同构成了绿色生产力的核心内容,旨在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 其三,
数字生产力。 数字生产力包括数字产业生产力

和产业数字生产力两方面。 数字产业生产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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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数字化技术对生产力的直接贡献,即通过数

字技术的应用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22] 。
产业数字生产力侧重于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转

型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包括利用数字技术改造

传统生产流程、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高产业链

整体效率[23] 。 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与数字

生产力均标志着生产力水平质的跃迁,三者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 因

此,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影

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科技生产力

提升。 从创新生产力来看,一方面,完善的数字

基础设施加快了信息传播与共享,不仅提高了

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决策效率,还推动了知识的

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另
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构建良好的

数字环境,吸引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源聚集,营造

创新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激发创新生产力。 从

技术生产力来看,先进的数字设施可支持大规

模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推动了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等前沿技术的进步,助力技术创新和产品开

发,带动技术生产力提升。
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绿色生产力

提高。 在节约资源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可提高

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使企业获得

先进的数字技术,从而精确监测和控制生产过

程中的各项资源消耗,提高企业生产系统的效

率、增强可持续性,最终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生产过程的优化。 在保护环境方面,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环境监测技术与清洁能源技术的

快速发展。 依托数字化的环境管理和控制系

统,可以实时监测和控制企业对外的污染物排

放。 同时,数字基础设施还支持可再生能源的

利用,从而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

量。 因此,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保护环境提供了重要

支撑。
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生产力

根基。 在数字产业生产力方面,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为新兴数字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发展平

台,借助网络连接、云计算和大数据,推动数字

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新兴技术与应用商业化

步伐,增强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促
进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带动数字产业链扩展

升级,最终促进数字产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在产业数字生产力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

过提升信息流通和数据处理能力,优化企业资

源配置和运营流程,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进程,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最终全面提升

产业数字生产力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1: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有助于提升新质生产力。
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传

导机制

经济集聚和产业升级能够充分彰显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经济高效发展和产业结

构优化方面的关键作用。 其中,经济集聚体

现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整合和区域协

同中对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性,产业

升级则强调了其在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

效率,促进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方面的积极

贡献。 本研究拟从经济集聚与产业升级两个

维度出发,剖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质

生产力的传导机制。
(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

经济集聚效应

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信息

流通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显著促进了经济集

聚。 数字基础设施使企业与机构间的信息交流

更加便捷,减少了地理距离带来的沟通障碍,促
进了区域内资源的高效整合。 同时,数字基础

设施通过提供高效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能
够助力企业更精准地进行市场定位和战略决

策,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和人才向经济发达区域

聚集,形成经济集聚效应。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

还推动了创新网络的形成,促使知识和高新技

术在区域内快速传播,进一步强化了经济集聚

效应[24] 。 另一方面,经济集聚通过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加速技术创新扩散、推动生产模式和商

业模式更新提升新质生产力。 其一,经济集聚

通过对资源的集约配置,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

并激发了创新能力,进而使新质生产力显著提

升。 其二,经济集聚所形成的高密度产业链和

创新链,有助于技术和知识的快速扩散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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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从而提升新质

生产力。 其三,经济集聚通过强化区域内企业

与机构间的合作与竞争,激发了生产模式和商

业模式的持续创新,进一步提升了新质生产力

的层次和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2: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通过促进经济集聚提升新质生产力。
(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

产业升级效应

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信息

运用效率、支持数字技术应用和促进产业协同

集聚,推动了产业升级。 其一,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有助于增强信息传递和数据处理的效能,使
产业主体能够及时捕捉市场动态和技术前沿信

息,迅速调整生产和经营策略,进而加速产业升

级进程。 其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智能制

造与自动化生产,借助前沿的数字技术,企业可

以实现生产流程优化和效率提升,引领传统产

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领域转型升级。
其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间的深度协作,加快了产业协同集聚进程,
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平台支撑[25] 。 另一方面,产
业升级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新技术应用、培
育新兴产业和新商业模式,提升新质生产力。
其一,产业升级依托技术创新与工艺迭代,促

进了生产效能的系统性优化,有效降低了人

为失误率与资源冗余度,形成了精准可控的

可持续生产模式,推动了整体生产力水平跃

升。 其二,产业升级促进了新技术应用与推

广,推动了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使新

质生产力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应用和发展。
其三,产业升级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和创新商

业模式,拓展了经济发展新空间,使经济结

构更加多元化、现代化,催生了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为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注入了强劲且

持续的驱动力。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3: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提升新质生

产力。

三、变量、模型与数据

1.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借鉴李晓龙等的研究方法[19,26] ,结
合前文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科技生产力、绿色

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出发,选取 17 个

具体指标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1)。 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计算出各项指标

的权重大小,获得 2011—2022 年中国地级城市

层面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表 1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属性

科技生产力

创新生产力

技术生产力

创新专利 人均专利授权数 正

创新人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比 正

创新资金 财政科技支出占比 正

技术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贡献(Malmquist 法) 正

技术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效率贡献(Malmquist 法) 正

绿色生产力

资源节约型生产力

环境友好型生产力

能源强度 全社会用电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负

用水强度 供水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负

废物利用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与产生量之比 正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正

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

废气排放 工业 SO2 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负

数字生产力

数字产业生产力

产业数字生产力

数字产业基础 每百人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数 正

数字产业从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占比 正

数字产业收益 人均邮电业务量 正

农业数字化 人均数字农业企业数 正

工业数字化 人均工业互联网产业企业数 正

服务业数字化 人均电子商务企业数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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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解释变量

采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具体表示样本城市是否

在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进入试点政策名

单。 参考邓荣荣等的研究[5,13] ,虚拟变量 NET
赋值为 1 时,表示样本城市在 t 年及之后年度

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虚拟变量 NET 赋值

为 0 时,表示样本城市没有成为“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
(3)控制变量

为了准确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

产力的影响,避免遗漏变量造成回归结果估计

偏误,进一步引入以下控制变量:①
 

金融发展

水平(LOA),以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与国

内生 产 总 值 之 比 衡 量; ②
 

创 业 活 跃 程 度

(ACT),以每万人中新创企业数表示;③
 

经济

增长水平(ECO),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比率

表示;④
 

对外开放水平(EXT),以人均外资金

额的对数值衡量;⑤
 

教育投入力度( INV),以人

均财政教育支出的对数值表示;⑥
 

人力资本水

平(HUM),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的对数值衡量。
2. 模型设定

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

实验”。 由于试点政策是在 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分批设立的,即“宽带中国”战略分阶段

提出引导目标,本研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

行模型估计。 具体模型为

NQP it =α0 +α1NETit+α2X it+μi+τt+εit (1)
式中:i 为城市;t 为年份;NQP 为新质生产力;

NET 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用“宽带中国”试点

政策的虚拟变量来表示;X it 为影响新质生产力

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μi、τt 分别为城市、年份固

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3. 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包括 2011—2022 年中国 277 个

地级城市①,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统计年鉴》、企研社科

大数据平台以及 EPS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对本研究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其中,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的均值

为 0. 249
 

3,标准差为 0. 045
 

9。 同时,解释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均值为 0. 243
 

7,说明有近

四分之一的样本受到试点政策的影响。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 1) 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列(1)是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解释变量且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 NET) 的回 归 系 数 为

0. 011
 

0,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的

提升。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列

(2)至列(4)所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系

数依旧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在“宽

带中国”政策冲击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

生产力的正向效应具有稳健性,即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有助于提升新质生产力,假设 H1 得以

验证。 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首先,数字基础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质生产力 NQP 3
 

324 0. 249
 

3 0. 045
 

9 0. 170
 

7 0. 589
 

5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NET 3
 

324 0. 243
 

7 0. 429
 

4 0. 000
 

0 1. 000
 

0

金融发展水平 LOA 3
 

324 1. 041
 

7 0. 599
 

2 0. 118
 

0 9. 622
 

1

创业活跃程度 ACT 3
 

324 1. 273
 

0 0. 883
 

9 0. 163
  

1 12. 000
 

1

经济增长水平 ECO 3
 

324 0. 076
 

9 0. 044
 

1 -0. 206
 

3 1. 090
 

0

对外开放水平 EXT 3
 

324 5. 631
 

0 1. 965
 

1 0. 000
 

0 9. 564
 

7

教育投入力度 INV 3
 

324 7. 307
 

3 0. 367
 

1 5. 796
 

4 8. 605
 

7

人力资本水平 HUM 3
 

324 10. 984
 

0 0. 362
 

9 8. 885
 

3 13. 6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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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样本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 4 个直辖市,同时剔除了海南、青海、新疆、西藏等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地级城市数量较少的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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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NET 0. 011
 

0∗∗∗ 0. 010
 

9∗∗∗ 0. 010
 

8∗∗∗ 0. 011
 

6∗∗∗

(0. 002
 

8) (0. 002
 

6) (0. 002
 

6) (0. 002
 

6)

LOA 0. 001
 

9 0. 002
 

3 0. 002
 

6

(0. 001
 

7) (0. 001
 

7) (0. 001
 

7)

ACT 0. 005
 

4∗∗∗ 0. 005
 

3∗∗∗ 0. 005
 

2∗∗∗

(0. 001
 

0) (0. 001
 

0) (0. 001
 

0)

ECO 0. 008
 

6 0. 006
 

2

(0. 010
 

0) (0. 009
 

7)

EXT 0. 001
 

3∗∗∗ 0. 001
 

0∗∗

(0. 000
 

4) (0. 000
 

4)

INV 0. 008
 

7∗∗

(0. 003
 

9)

HUM 0. 016
 

7∗∗∗

(0. 004
 

9)

常数项 0. 223
 

6∗∗∗ 0. 218
 

5∗∗∗ 0. 209
 

8∗∗∗ -0. 021
 

6

(0. 001
 

2) (0. 002
 

1) (0. 003
 

8) (0. 058
 

1)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拟合优度 R2 0. 616
 

7 0. 631
 

5 0. 634
 

0 0. 640
 

4

观测值 3
 

324 3
 

324 3
 

324 3
 

32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下同。

设施建设能够加速信息的传播和共享,并支持

大规模数据的处理,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将科技成果迅

速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实现科技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提供强大的环境监测

能力,可以及时发现和治理污染问题,同时数

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环境污染,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最后,
通过高速可靠的数字连接,企业能够优化资

源调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从而

推动数字经济和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带动数

字生产力的提升。
从回归结果来看,创业活跃程度(ACT)、对

外开放水平(EXT)、教育投入力度( INV) 和人

力资本水平(HUM)对新质生产力有着显著的

正向作用,这是因为创业活跃催生了新的商业

模式和技术,推动了市场竞争,增强了经济多样

性;对外开放促进了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拓展

了市场空间,吸引了外资流入;高强度的教育投

入提高了教育质量,有利于培养人才;高水平的

人力资本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和效率,推动了

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

用,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优良

环境。 但是经济增长水平(ECO) 和金融发展

水平(LOA)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经济增长主

要依赖于资源消耗、低端制造业或传统产业,而
非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产业。 这种增长模式对

新质生产力的投入和重视程度不够,致使新质

生产力难以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支持。
第二,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资金未能流

向最具创新潜力与生产效率的产业或企业,限
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金融产品和服

务的创新较为滞后,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多样化需求。
2. 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了解决“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与新质生

产力提升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罗

奇等的做法[27] ,选取地形起伏度与平均坡度的

倒数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复杂

地形不仅会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还
会影响信号强度和覆盖范围。 此外,地形复杂

区域通常人口密度较低,投资回报率低,也将影

响宽带网络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地形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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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平均坡度属于地理数据,不会影响新质生

产力。 将地形起伏度与平均坡度的倒数分别与

时间趋势进行交乘构建面板工具变量,工具变

量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列(1)和列(3)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地

形起伏度倒数与时间趋势的交乘项,还是平均

坡度倒数与时间趋势的交乘项,其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正,意味着在地形越简单的地区,越容易

推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列(2)和列(4)的

结果显示,NET 的回归系数至少在 5%的水平

下显著为正,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宽带

中国”试点政策的实行能够显著提升新质生产

力。 此外,Cragg-Donald
 

Wald
 

F 值均大于经验

临界值 10,且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 P 值

均小于 0. 01,排除了弱工具变量和工具变量识

别不足的可能。
3. 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多期 DID 模型来分析“宽带中国”试

点政策的影响,一个重要假设是,试点城市与非

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前的发展趋势相似,即在

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发

展趋势应一致。 如果两组城市在政策实施前的

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系统性差异,这将影响本

研究的结论。 为此,对多期 DID 模型进行平行

趋势检验(图 1)。 由图 1 可知,政策实施前,试
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无显著

差异;政策实施后,差异逐渐增大,表明平行趋

势假设成立,适宜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政策

效果。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

从 277 个城市中随机选取 101 个城市作为

“伪处理组”,重新估计模型(1),重复上述过程

进行 500 次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报告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回

归的 500 个估计系数的 P 值和核密度图,估计

系数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并且均集中在 0 附近,
绝大多数估计系数不显著。 基准回归结果报告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表 4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IV1:地形起伏度的倒数 IV2:平均坡度的倒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NET (2)NQP (3)NET (4)NQP

NET 0. 082
 

7∗∗ 0. 076
 

7∗∗∗

(0. 032
 

4) (0. 017
 

5)
IV1 0. 000

 

1∗∗

(0. 000
 

0)
IV2 0. 124

 

0∗∗∗

(0. 022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
 

324 3
 

324 3
 

324 3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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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估计

系数为 0. 011
 

6,在安慰剂检验中属于极小概率

事件。 因此,除了已经考虑的因素外,其他不可

观测的因素并没有影响到“宽带中国” 试点政

策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
(3)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考虑到异质性处理效应可能导致 DID
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存在潜在偏误, 借助

Bacon 分解方法对此予以诊断分析。 根据

Goodman-Bacon 的 研 究 [ 28] , 将 所 有 的 2x2-
DID 估计值分为三类: “ 时变处理组” “ 从未

处理 VS 时变处理” 以及“ 两者之间” 。 由于

第三类中已包含处理效应,因此并不科学。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

看出,时变处理组将从未处理组别当作对照

组的权重高达 91. 10%,而不合适的处理效应

所占权重仅为 1. 04%,证明 DID 双向固定效应

估计量整体偏误较小。

表 5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结果

类型 估计系数 权重

时变处理组 -0. 011
 

3 0. 078
 

6

从未处理 VS 时变处理 0. 012
 

9 0. 911
 

0

两者之间 0. 072
 

9 0. 010
 

4

　 　 (4)PSM-DID 回归

为了克服选择偏差对研究的影响,采用倾

向得分匹配法,以便更有效地评估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应。 对控制变

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如图 3 所示。 从

图 3 可以看出,倾向得分匹配法有效地减少

了个体差异,各个控制变量在匹配之后的偏

差显著缩小。 基于匹配后的数据和模型( 1)
的设定,重新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

生产力的影响。 表 6 列(1)汇报了相应的回归

结果,NET 的回归系数依旧为正且显著,支持

了前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图 3　 控制变量标准化偏差

(5)更换核心变量

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新质生

产力形成的核心标志,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

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采用基于混合距离的

全局参比 Malmquist 指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其投入指标包括资本存量、劳动力和能源①,产
出指标为实际 GDP。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SM-DID 回归 更换被解释变量 调整样本时间区间 控制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排除竞争性假说

(1) (2) (3) (4) (5)

NET 0. 008
 

3∗∗∗ 0. 144
 

7∗∗ 0. 007
 

4∗∗∗ 0. 010
 

6∗∗∗ 0. 011
 

7∗∗∗

(0. 002
 

4) (0. 062
 

8) (0. 002
 

0) (0. 002
 

6) (0. 002
 

6)
BIG 0. 007

 

9∗

(0. 004
 

4)
常数项 -0. 074

 

9 1. 697
 

4 0. 064
 

0 0. 169
 

4∗∗∗ -0. 029
 

6
(0. 064

 

1) (1. 351
 

6) (0. 060
 

1) (0. 060
 

5) (0. 059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时间固定 否 否 否 是 否

拟合优度 R2 0. 625
 

5 0. 420
 

3 0. 454
 

7 0. 912
 

6 0. 644
 

0
观测值 2

 

829 3
 

324 2
 

493 3
 

324 3
 

324

·041·

① 资本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劳动力以全社会从业人员表示,能源以全社会用电量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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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 6 列 ( 2) 所示,NET 的回归系数为

0. 144
 

7,在 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

论较为稳健。
(6)调整样本区间

考虑到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可能对

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影响,重新定义时间窗口

为 2011-2019 年,并在新的时间窗口内重新进

行回归。 调整样本时间区间的回归结果见表 6
列( 3 ),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估计系数为

0. 007
 

4,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即使调整

了样本时间区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对新质

生产力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7)控制省份时间趋势

中国各省份均出台针对性政策以加速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但由于地域间政策差异显著,
这些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亦展现

出不同的效果。 为此,在计量模型(1) 中进一

步控制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6 列

(4)。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对新质生产力产

生了积极的提升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研究

结论的稳健性。
(8)排除竞争性假说

第一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于 2014 年启

动,为了排除其他试点政策可能带来的干扰,对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予以控制。 表 6
列(5)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即使

控制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核心变

量 NET 的回归系数也仍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再次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4. 异质性分析

(1)地理区位异质性

根据惯例将样本城市分为东部、中西部城

市两类①,并据此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 从地

理位置来看,由表 7 列(1)和列(2)可知,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系数在东部

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均显著为正,且至少通过了

5%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检 验, 系 数 数 值 分 别 为

0. 015
 

2 和 0. 010
 

6,表明东部城市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效果要强于中

西部城市。 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城市具有更好的

经济基础和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能够更快地

吸收和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优势。 第一,

东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策支持力度

更大,资金投入能力更强,相较于中西部城市具

有更充足的资金保障,能够支持大规模的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第二,东部城市集聚了更多

高素质人才和创新资源,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

系统,而中西部城市在这些方面相对薄弱,导致

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速度较慢。 第三,东部城

市的市场需求更加旺盛,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

需求更为迫切,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快速提升。
(2)城市规模异质性

依据平均常住人口数量将样本城市划分为

规模较大、较小城市两类,其中,规模较大城市

为常住人口数量大于中位数的城市,反之则为

规模较小城市。 从城市规模来看,如表 7 列

(3)和列(4)所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

产力的影响系数在规模较大城市和规模较小城

市均显著为正,且至少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系数数值分别为 0. 012
 

1 和 0. 008
 

7,
表明规模较大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

产力的提升效果要强于规模较小城市。 这可能

是因为规模较大的城市通常具有更高的经济规

模和更多的商业机会,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可

以提升商业活动的效率和便捷性,促进市场的

繁荣和创新的蓬勃发展。 同时,规模较大的城

市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创新者,良好的

数字基础设施可以为这些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

和平台,促进知识交流和合作创新,从而推动新

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5. 传导机制检验

考虑到常规的“三段式”机制检验模型存在

因果推断缺陷,参考曾国安等的研究[29] ,通过增

加机制变量单独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设计“四段

式”机制检验模型,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新质生产力的传导机制。 具体模型为

TRSit = χ
0 +χ1NETit+χ2X it+μi+τt+εit (2)

NQP it = δ0 +δ1TRSit+δ2X it+μi+τt+εit (3)
NQP it =γ0 +γ1NETit+γ2TRSit+γ3X it+μi+τt+εit

(4)

·141·

① 本研究样本涉及的东部地区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
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
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和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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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地理区位 城市规模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规模较大城市 规模较小城市

(1) (2) (3) (4)
NET 0. 015

 

2∗∗ 0. 010
 

6∗∗∗ 0. 012
 

1∗∗∗ 0. 008
 

7∗∗

(0. 006
 

0) (0. 002
 

7) (0. 003
 

8) (0. 003
 

4)

常数项 -0. 214
 

4 0. 036
 

7 -0. 020
 

5 0. 010
 

0

(0. 247
 

7) (0. 051
 

3) (0. 086
 

1) (0. 076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拟合优度 R2 0. 701
 

4 0. 634
 

3 0. 669
 

2 0. 627
 

8

观测值 1
 

140 2
 

184 1
 

656 1
 

668

式中:TRS 为机制变量,包括经济集聚(NIG)和

产业升级(UPS)。 借鉴黄徐亮等的研究[30-31] ,分
别以夜间灯光数据均值和第三产业企业占新增

企业比重衡量经济集聚与产业升级,其余变量与

式(1)相同。 传导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列(1)至列(3)汇报了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经济集聚机制检验结

果。 由列 ( 1) 结果可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NET)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下

显著为正,意味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

进经济集聚。 从列(2)和列(3)结果来看,经济

集聚(NIG)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说明经济集聚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

素;同时,列(3)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系

数相比于表 3 列(4)有所减小,表明在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经济集聚发

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从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来看,Sobel

 

Z 统计值为 7. 706
 

9 且通

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Bootstrap 中介效应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上述检验结果有效,
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经济集聚进

而提升新质生产力,假设 H2 得以验证。
表 8 列(4)至列(6)汇报了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升级机制检验结

果。 从列(4)结果可以看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NET)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系数在 10%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

推动产业升级。 由列(5)和列(6)结果可知,产

表 8　 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经济集聚机制 产业升级机制

(1) (2) (3) (4) (5) (6)
NIG NQP NQP UPS NQP NQP

NET 0. 358
 

2∗∗∗ 0. 007
 

1∗∗∗ 0. 007
 

9∗ 0. 010
 

9∗∗∗

(0. 097
 

3) (0. 002
 

0) (0. 004
 

3) (0. 002
 

6)

NIG 0. 013
 

2∗∗∗ 0. 012
 

8∗∗∗

(0. 002
 

2) (0. 002
 

1)

UPS 0. 094
 

2∗∗∗ 0. 088
 

8∗∗∗

(0. 014
 

3) (0. 013
 

8)

常数项 -2. 567
 

8 0. 026
 

6 0. 011
 

1 0. 784
 

5∗∗∗ -0. 072
 

8 -0. 091
 

3

(1. 732
 

1) (0. 046
 

9) (0. 047
 

5) (0. 102
 

3) (0. 057
 

2) (0. 057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Sobel
 

Z 7. 706
 

9∗∗∗ 3. 233
 

6∗∗∗

Bootstrap(500 次)置信区间 [0. 003
 

1,
 

0. 006
 

1] [0. 000
 

3,
 

0. 001
 

2]

拟合优度 R2 0. 296
 

9 0. 716
 

4 0. 720
 

4 0. 150
 

9 0. 641
 

0 0. 650
 

6
观测值 3

 

324 3
 

324 3
 

324 3
 

324 3
 

324 3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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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UPS)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

著为正,说明产业升级也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因素;同时,列(6)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

回归系数相比于表 3 列(4)有所减小,这意味

着产业升级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质生产

力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从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来看,Sobel
 

Z
统计值在 1%的水平下显著,并且 Bootstrap 中

介效应的置信区间未包括 0 在内,说明检验结果

有效,即产业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质

生产力的另一重要机制,假设 H3 得以验证。

五、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现象意味着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不仅可以对本地产生影响,还可能显

著作用于邻近地区。 为此,参考于志慧等的研

究[32] ,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验

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溢

出效应。 具体模型为

NQP it =β0 +ρWijNQP it+β1NETit+β2X it+
λ1WijNETit+λ2WijX it+μi+τt+εit (5)

式中: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下标 i、j 表示城市,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构建三种空间权重矩

阵①;ρ 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其余变量与模型

(1)相同。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在三

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空间自相关系数 ρ 均显著

为正,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 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和总效应的回归系数至少在 5%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直接带

动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还可以通过

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地理邻近或经济相似的其他

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这意味着,在地

方层面,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有效促进本地

区经济活动,进而带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促
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区域层面,通过资源

共享、技术扩散、信息流动和市场联动,邻近城

市或具有相似经济结构的城市也会从中受益。
这不仅推动了区域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还
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中国 277 个地级城市 2011—
2022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将“宽带中国”试点

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

分模型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

表 9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W1 W2 W3

(1) (2) (3)
直接效应 0. 010

 

0∗∗∗ 0. 011
 

4∗∗∗ 0. 007
 

8∗∗∗

(0. 002
 

5) (0. 002
 

5) (0. 002
 

3)

间接效应 0. 016
 

0∗∗∗ 0. 024
 

9∗∗ 0. 032
 

1∗∗∗

(0. 004
 

2) (0. 011
 

2) (0. 009
 

4)

总效应 0. 026
 

0∗∗∗ 0. 036
 

3∗∗∗ 0. 039
 

9∗∗∗

(0. 005
 

6) (0. 011
 

4) (0. 010
 

3)

ρ 0. 310
 

9∗∗∗ 0. 441
 

3∗∗∗ 0. 381
 

2∗∗∗

(0. 030
 

2) (0. 066
 

8) (0. 052
 

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拟合优度 R2 0. 572
 

6 0. 568
 

8 0. 356
 

1

观测值 3
 

324 3
 

324 3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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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种为地理邻接空间权重矩阵(W1 ),即相邻城市取值为 1,不相邻或自身则取值为 0;第二种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采用基于城市之间球面距离平方的倒数来表示;第三种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3 ),使用 2011—2022 年各城市人均

GDP 均值之差的倒数来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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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拓展讨论了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其一,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新质生产力,该结论

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

旧成立;其二,在东部城市和规模较大城市,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相对

更强;其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经

济集聚和推动产业升级提升新质生产力;其四,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明

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试点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会促进地理邻近或经济相似城市新质生产

力水平的提升。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

度,优先推进高标准、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 其一,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对于中西

部城市和规模较小城市,鉴于其经济基础相对

薄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较为缓慢,政府应

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资金支持等方式鼓励企业

和社会资本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其二,优
先部署高速宽带网络、5G 基站及数据中心等核

心数字基础设施,增强数字经济的承载能力。
通过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提高数据传输速

率和拓宽网络覆盖范围,有效弥合城乡间、区域

间的数字鸿沟。 其三,强化政府监管职能,确保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避免出

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象,构建起合理且高

效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充分释放其对新质生

产力的促进效能。
第二,加快促进经济集聚和产业升级,畅通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传导渠

道。 其一,依托数字基础设施优化产业布局,鼓
励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协同创新活动,深化

数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紧密合作,形成更具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提供

坚实支撑。 政府在此过程中可通过设立产业创

新孵化平台、提供财政资助等措施,吸引高科技

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入驻,全面激发产业链的创

新潜能。 其二,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鼓
励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广泛采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提高生产效

率和管理水平。 其三,加强对新兴数字产业的

政策扶持,特别是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电子商

务等领域,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使数字

基础设施切实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核心

力量。
第三,制定跨区域协调政策,深化数字基础

设施的共享与合作,强化空间溢出效应。 其一,
出台针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跨区域协调政

策,推动不同地区间数字资源的互联互通,借助

数字基础设施的高效连接能力,激发更广泛、更
深层次的区域产业联动效应,为新质生产力的

涌现注入强劲动力。 其二,推动建立跨区域数

字基础设施共享机制,打破行政区域阻隔,重视

城市间地理、经济联系,依托试点建设的空间溢

出效应为其他城市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载体与

实践范例,增强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 其三,不
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数字基础设施的

跨区域运营模式,确保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为
区域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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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er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how
 

it
 

enables
 

the
 

improv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7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scientifically
 

validated
 

metric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everaging
 

the
 

phas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ies
 

initiated
 

in
 

2014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t
 

employ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design
 

to
 

estimate
 

the
 

benchmark
 

impact,
 

heterogeneity
 

impact,
 

mechanism,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is
 

conclusion
 

is
 

verified
 

in
 

the
 

treatment
 

of
 

endogeneity
 

problems
 

and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Compared
 

with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and
 

smaller
 

citi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citi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eastern
 

cities
 

and
 

larger
 

cities.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at
 

i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n
 

enha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xhibits
 

pronounce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with
 

initiatives
 

in
 

pilot
 

cities
 

enhanc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geographically
 

adjacent
 

or
 

economically
 

similar
 

neighbor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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